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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空间扩张与景观生态风险的耦合关联
———以江西省袁州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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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西农业大学 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南昌330045;2.江西省鄱阳湖流域农业资源与生态重点实验室,南昌330045)

摘 要:基于城镇扩张强度系数、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地统计分析和GWR模型,分析了袁州区2000—2018年城镇扩

张时空动态变化特征,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布特征,揭示了袁州区城镇扩张与生态风险之间的耦合联系。结果如下:

(1)2000—2018年,袁州区城镇用地面积增长了2.65倍,扩张强度系数为0.14%。空间呈东西方沿沪昆高速、袁河发

展,往北沿万宜公路发展的倒“T”型发展格局,同时慈化、温汤和新坊扩张也较为明显。(2)林地作为袁州区优势度最

大的景观类型正在逐渐丧失优势,耕地和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长十分显著,此外未利用地和水域景观损失度很高。

(3)中等及以上生态风险区范围显著减小,低生态风险区范围明显增大,中心城区完成从高生态风险向较低生态风险

的转化。(4)城镇用地与景观生态风险总体呈正相关关系,中心城区的回归系数与同期其他地区相比都较低。城镇

扩张强度系数与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率回归系数有正有负,中心城区及其附近乡镇表现为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可为

城镇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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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UrbanSpatialExpansionand
LandscapeEcologicalRisk

-ACaseStudyofYuanzhouDistrictinJiangx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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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intensitycoefficientofurbanexpansion,landscapeecologicalriskindex,geostatistical
analysisandGWRModel,thespatialandtemporaldynamiccharacteristicsofurbanexpansionandlandscape
ecologicalriskinYuanzhouDistrictfrom2000to2018wereanalyzed,andthe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
urbanexpansionandecologicalriskinYuanzhoudistrictwasrevealed.Theresultsareasfollows.(1)From
2000to2018,theurbanlandareaofYuanzhouDistrictincreasedby2.65times,andtheexpansionintensity
coefficientwas0.14%;thespacepresentedastheinvertedT-shapeddevelopmentpatternintheeastandwest
alongShanghaiKunmingExpresswayandYuanheRiver,andnorthwardalongWanyihighway.Atthesame
time,Cihua,WentangandXinfangwerealsoexpandingobviously;(2)Asthemostdominantlandscapetype
inYuanzhouDistrict,woodlandwasgraduallylosingitsadvantages.Theareasofcultivatedlandandcon-
structionlandwereincreasingsignificantly.Inaddition,thelossesofunusedlandandwaterlandscapewas
veryhigh.(3)Therangeofmediumandaboveecologicalriskareassignificantlyreduced,andthescopeof
lowecologicalriskareassignificantlyincreased.Thecentralurbanareacompletedthetransformationfrom
highecologicalrisktolowecologicalrisk.(4)Urbanlanduseandlandscapeecologicalriskwerepositively



correlated,andtheregressioncoefficientofcentralurbanareawaslowerthanthatofotherareasinthesame
period.Therewerepositiveandnegativeregressioncoefficientsbetweenurbanexpansionintensitycoefficient
andlandscapeecologicalriskchangerate,andtherewasa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urbanexpansion
intensitycoefficientandlandscapeecologicalriskchangerate.Thisresearchconclusioncanprovidereference
forthecoordinatedoptimizationofurbandevelopmentandecologicalprotection.
Keywords:urbanexpansion;landscapeecologicalrisk;geostatisticalanalysis;GWR;YuanzhouDistrict

  城镇化会对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

造成深刻变革,涉及城乡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转型、基础

设施建设、环境资源支撑等诸多方面[1]。近年来国家大

力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追求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城镇

发展质量,以实现区域统筹协调、产业升级转型、生态文

明高效、体制改革创新为重点的崭新城镇化过程[2]。城

镇化主要地理表现形式是空间扩张,城镇空间扩张造成

自然生态环境的损失破坏,区域生态安全将受到严重威

胁[3-5]。生态风险是指受到外界胁迫作用下,某种群、
生态系统或景观的正常功能受到干扰或毁损,从而造

成系统健康、生产力、遗传能力、经济和美学价值降低

的一种状况[6]。生态风险上升主要体现在大量生态

资源被侵占,生态系统失衡等方面,例如森林斑块消

失、破碎化严重,水资源稀缺,生物多样性退化等[7-8],
而城镇空间扩张是导致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

深入探索城镇扩张与景观生态风险之间复杂而紧密

的联系,对于科学理解城镇扩张与生态风险耦合内

涵,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9-1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耦合联

系[12],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对此进行广泛而

深入的探讨。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城市扩张模式

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挤占影响因城镇规模及其增长率

的不同有所差异[13]。划定城市增长边界过程中,研
究者们通常都会考虑生态环境效应,或通过识别生态

风险空间、评估生境质量进行生态适宜性评价[14-15],
或选择生态阻力因子作为刚性约束条件与城镇扩张

模拟耦合[16-18],最终得到顾及生态安全的综合城镇增

长边界。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出发,以生态保护优先,
通过构建综合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生态安全与城镇建

设冲 突 区 域,实 现 生 态 保 护 与 城 镇 扩 张 协 调 发

展[19-20]。基于景观格局的生态风险分析方面,许多研

究者目光聚焦在流域环境上[21-24],研究地方区市景观

生态风险总体相对较少[25-26]。但也有研究者们开始

定量的探索城镇化与生态风险的内部关联关系,通过

选取景观格局指数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模型,然后采用

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内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异,最
后将城镇化水平与生态风险进行线性回归拟合[27-28]。
以上研究对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及其之间的耦合联系

做出了初步探索。在相关研究基础之上[29-31],本研究

首先以城镇扩张强度指数来表征袁州区2000—2018
年城镇扩张时空特征变化,然后利用景观格局指数构

建景观生态风险模型,再以地统计方法分析生态风险

空间异质结构并通过插值得到袁州区景观生态风险

等级时空分布可视化图,最后通过构建GWR模型,
探索城镇扩张与景观生态风险耦合联系。

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袁州区位于江西省宜春市西南部,处于113°54'—

114°37'E,27°33'—28°05'N,东西跨度约68km,南北跨度

长约58km,土地总面积2541.90km2。袁州区自然资

源十分丰富,林地面积所占比例最大,植物物种多种多

样,森林覆盖率达62.7%,辖内明月山被列为国家森林公

园。区内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东部和袁河两岸分布

部分平原地带。气候条件优越,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

气候,降水充沛,热量丰富。袁州区辖区内含17个镇,3
个乡,8个街道。人口总数为107.92万人,其中包含城镇

人口62.44万,农村人口45.48万。2000年以来,袁州区

处于经济发展快速时期,2018年全区生产总值达300.78
亿,增长率7%。城市和乡镇用地面积猛增,2000年城镇

用地面积39km2,2018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达到103.48
km2,增长64.48km2,用地面积大幅上升。随着经济发

展,人口快速增长和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未来城镇

建设用地面积将持续扩张,袁州区需要同时兼顾城镇发

展、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等多方面因素,走生产、生
态、生活协调发展道路。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从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官网上(https:∥
www.usgs.gov/)获取LandsatTM/ETM+/OLI卫

星影像数据,选取2000年、2010年和2018年成像时

间在6—9月且平均含云量低于10%的影像,各期影

像空间分辨率均为30m。结合袁州区当地地类实际

情形,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水域、建设用

地和未利用地5类。在ENVI5.1软件中对影像进

行大气校正、几何纠正、影像增强、影像镶嵌与裁剪等

预处理,采用监督分类法与人机交互结合方法进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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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判读,最终利用混淆矩阵和 Kappa系数对分类结

果进行精度检验,总体分类精度均超过85%,解译结

果精度较好,满足相关研究分析的需要。此外水系数

据和路网数据通过OpenStreetMap官方网站(https:

∥www.openstreetmap.org/)获取。

2 研究方法

2.1 城镇扩张强度系数

城镇扩张强度系数是城镇扩展数量特征研究的

常用指标,用以表征城镇扩张程度和速度。城镇扩张

强度指数是指城镇用地空间在研究期内其拓展面积

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32]。结合相关研究成

果[33],以袁州区中心城区、圩镇中心、工业园区等建

成区作为城镇用地空间,研究袁州区城镇扩张的时间

和空间变化特征,其公式见式(1)。

I=
Sk-Sk-Δt

S×Δt ×100% (1)

式中:I 表示城镇扩张强度系数;Sk表示第k 年城镇

建设用地面积;Sk-Δt表示距第k年时间间隔Δt年份

的建设用地面积;S 表示研究区域内总面积。

2.2 景观生态风险模型

2.2.1 景观生态风险小区划分 综合考虑景观类型

的种类、斑块平均面积和研究区总面积等因素,将研

究区划分为3km×3km的等间距单元网格,以每个

网格作为研究样本区,共得到349个景观生态风险小

区。通过公式计算研究样本区内各地类景观格局指

数并得到景观生态风险值,以此值表示研究区景观生

态风险水平。

2.2.2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景观损失度反映在自然

和人为干扰作用下,不同景观类型自然属性损失的相

对大小,可以用来定量衡量景观生态风险水平。通过

计算各景观组分面积比重,同时引入景观损失度来描

述各研究样本区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ERI,从而构建

景观生态风险模型。模型公式见式(2)。

ERIk=∑
N

i=1

Aki

Ak
Ri (2)

式中:ERI表示第k 个风险小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N 为表示景观类型种类;Ri表示景观类型i的损失

度指数;Aki表示第k 个风险小区i类景观组分的面

积;Ak表示第k个风险小区的总面积。
模型中景观损失度Ri由景观脆弱度Si和景观干

扰度Ui进行积运算所得。其中景观脆弱度Si基于

MATLAB平台,采用层次分析法得出,AHP权重结

果如下:建设用地权重0.0618,林地权重0.093,耕地

权重0.1599,水域权重0.2625,未利用地权重0.4185。
景观干扰度Ui 由景观破碎度Ci、景观分离度Fi、景
观优势度 Di 进行加权累加所得,相应权重通过专

家咨询法,分别赋予景观破碎度权重0.5,分离度权重

0.3,优势度权重0.2。相应计算景观格局指数的公式

及生态含义见表1。
表1 景观格局指数计算方法及其生态含义

景观格局指数 公式及其生态含义

景观破碎度Ci

Ci=ni/Ai;式中ni 为景观类型i的斑块数;Ai 为景观类型i的总面积。景观破碎度表征景观类型被

分割的破碎程度,反映景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它是由于自然或人为干扰所导致的景观由单一、均质和

连续的整体趋向于复杂、异质和不连续的斑块镶嵌体的过程

景观分离度Fi
Fi=

1
2 ni/A·Pi,Pi=A/Ai;式中:A 表示景观斑块总面积占比。景观分离度表征某一景观类型中不

同元素或斑块个体分布的分离程度,分离程度越大,表明景观在地域分布上越分散,景观分布越复杂

景观优势度Di

Di=(Qi+Mi)/4+Li/2;式中:Qi=斑块i的样方数/总样方数,Mi=斑块i数目/总斑块数,Li=斑

块i面积/样方总面积。景观优势度表征某类景观斑块在景观类型中所占重要性的比重,其值越大,所
占优势就越大

景观干扰度Ui

Ui=aCi+bFi+cDi;式中:a,b,c表示景观破碎度、分离度、优势度对应权重,依据专家咨询法分别赋

予权重0.5,0.3,0.2,且a+b+c=1。景观干扰度表示不同景观类型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受到人为活动等

所受的干扰程度

景观脆弱度Si
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造权重矩阵,得到不同景观类型脆弱度指数。景观脆弱度表征景观类

型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时的易损性

景观损失度Ri
Ri=Ui×Si;Ri 表示反映不同景观类型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在受到自然和人为干扰时其自然属性损失

的程度

2.3 地统计分析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作为区域化变量,其空间异质

性可以通过地统计学来分析。本研究通过构建半变

异函数模型对区域化变量的空间变异结构进行研究,
半变异函数公式见式(3)。

γ(h)=
1

2N(h)∑
N(h)

i=1
[Z(xi)-Z(xi+h)]2

 [i=1,2,…,N(h)] (3)
式中:γ(h)为半变异函数h 表示步长,即配对样本之

间的空间距离;Z(xi)和Z(xi+h)表示在位置x 和

441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28卷



xi+h 处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的观测值;N(h)为间

隔距离为h 的样本总配对数。
半变异函数模型常用来研究变量空间变异结构,

探索其空间相关性与空间异质性的规律,其参数主要

包含块金值(Nugget),基台值(Sill)和变程(Range)。
块金值(Nugget)指当配对样本空间间隔h=0时,半
变异函数值却不等于0,这种由于测量误差及空间变

异导致的随机性的发生就表现为块金值。随着空间

距离h 逐渐增大,半变异函数值γ(h)达到相对稳定

的常数时,此时这个稳定常数值即为基台值(Sill)。
从块金值到基台值之间的空间距离变化大小即为变

程(Range),它体现配对样本观测值之间空间相关性

的变化范围。此外,块金值和基台值之比,多用来表

示系统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程度[26]。它表示由随机

因素造成的空间异质性比例大小,其值越小,则观测

值之间空间自相关性造成的空间变异占比越大。
为实现可视化形式直观地表现景观生态风险指

数的空间分布,本研究以普通克里金插值方法对袁州

区景观生态小区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进行插值,从而

获得全区景观生态风险等级空间分布图。

2.4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在传统最小二乘回归

模型(OLS)基础上进行扩展,将变量的地理位置嵌入

到回归参数中,利用局部加权最小二乘方法进行逐点

参数估计[34]。GWR充分考虑到空间变量的局部特

性,解决变量关系随着地理位置的改变产生的空间非

平稳性问题,体现了变量的空间异质性。其模型公式

见式4。

yi=β0(ui,vi)+∑
p

k=1
βk(ui,vi)xik+εi

(i=1,2,…,n) (4)
式中:yi 为 因 变 量,(ui,vi)为 采 样 点i 的 坐 标;

β0(ui,vi)为截距项;βk(ui,vi)为i点上第k 个回归

系数,是与地理位置相关的函数;p 为解释变量个数;

xik为解释变量xk 在i点的值;εi 表示随机干扰项。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核心是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本

研究选取高斯函数作为距离衰减函数,计算空间权重

值。高斯函数公式见式5。

Wij=exp[-(dij/b)2] (5)
式中:dij为样本点i,j之间的距离;b为带宽,是描述

权重与距离之间函数关系的非负衰减参数,带宽越

大,权重随距离的增加衰减的越慢,带宽越小,权重随

距离的增加衰减越快[32]。研究采用最小信息准则

(AIC)方法评价模型拟合优良性,计算最适宜带宽。

3 结果与分析

3.1 袁州区城镇扩张特征分析

从2000年以来,袁州区城镇用地面积总体保持

增长、2000—2010年扩张面积28.28km2、扩张强度

系数0.11%。2010—2018年 扩 张 面 积 达 到36.20
km2、年均扩张速率达4.53km2/a、增幅较快。从

2000—2018年整个发展周期来看、袁州区一直处于

发展增长期、2000年城镇用地面积为39km2、2010
年为67.28km2、2018年达103.48km2、城镇用地

面积是2000年 的2.65倍、城 镇 扩 张 强 度 指 数 为

0.14%、总体而言、袁州区新时期城镇化发展迅猛,发
展速度大幅提升,处于城镇化发展快速期。不同时期

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面积见表2。
表2 袁州区不同时期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情况

时段
城镇建设用地

扩张面积/km2
年均扩张速率/

(km2·a-1)
扩张强度

系数/%
2000—2010 28.28 2.83 0.11
2010—2018 36.20 4.53 0.17
2000—2018 64.48 3.58 0.14

  从2000—2018年、城镇建设用地扩张主要集中

在中心城区、金园街道、下浦街道三处、呈现较为明显

的往北和东西方扩张的倒“T”形扩张形状。袁州区

城区作为区域发展中心、建设用地需求强烈、呈现急

速向外扩张的趋势。往北扩张、金园街道从2000年

以来建设用地扩张十分明显,由于紧靠中心城区北

部,区位条件优越,同时拥有便捷的交通,与三阳镇、
柏木乡形成向北发展廊道,与万载县连通。往东西方

向扩张,沪昆高速从东向西连接新余市、袁州区、萍乡

市。沿线下浦街道、彬江镇通过沪昆高速与分宜县,
新余市相通,湖田乡、西村镇沿沪昆高速与萍乡市相

连,沪昆高速为袁州区城镇扩张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

件,沿线地区城镇建设扩张面积显著高于全区其他地

方。同时袁河自西向东从西村镇流向彬江镇,沿途经

过中心城区,为城镇发展提供良好的水资源条件。由

此袁州区形成了东西方向沿沪昆高速、袁河发展,往
北沿万宜公路发展的倒“T”形城镇扩张发展格局。

此外,西北方向慈化镇城镇扩张现象较为突出,
这主要是因为慈化镇沿交通干线城镇发展水平较

为迅速。新坊乡位于东南方向,与安福县连通,近年

来随着工业发展水平上升,城镇用地面积增长较大。
温汤镇因为明月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坐落于镇西南

角,随着地方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景区基础设施不

断加大建设和完善,经济发展迅速,城镇用地扩张

较为明显(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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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袁州区2000-2018年城镇建设用地时空分布

3.2 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分析

3.2.1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由表3得出,从2000—

2018年以来、林地作为袁州区优势度最高的景观类型面

积一直在减少,从2000年的1949.8032km2减少到2018
年的1321.515km2,景观优势度也从0.6715下降为

0.5654。林地破坏问题严重很大部分原因是城镇化和

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通过毁林建房,毁林耕种等手段,
造成林地景观破碎度显著增加,斑块数上升,破碎化明

显加重。景观分离度从0.0936增加到0.1604,景观

损失度也由此增大。袁州区水域面积较小,景观优势

度较低,从2010—2018年、受退耕还湖,保护湿地等

政策影响,面积稍有增加,景观破碎度和分离度也有

所下降,由于其特殊景观生态地位,景观脆弱度指数

较高,景观损失度稍有下降,从0.2601下降为0.2356。
受农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影响,耕地面积出现大幅上

涨,耕地面积从2000年的314.0028km2增加到2018
年859.0167km2,景观优势度也达到0.4904。耕地

景观破碎度和分离度都明显减小,干扰度从0.375下降

到0.2446,景观类型表现更为集聚,景观损失度也较低。
从2000—2018年、城镇用地面积大幅增加,景观分离

度从0.8252减小到0.4282,破碎度从0.0418减小

到0.0299,干扰度减小,表现出连续和聚集形态。其

他建设用地景观优势度有所上升、2010—2018年景

观损失度下降明显。未利用地在2000—2010年面积

大幅减少,从80.4816km2减少到20.9973km2,这
段时间主要由于袁州区城镇化发展初期呈现无序状

态,对荒草地、沙地等潜力资源开发较为严重。未利

用地景观破碎度下降较大,斑块数从9956个减少到

772个,此外未利用地由于受到人为干扰影响最大,
景观脆弱度指数也最高。

表3 袁州区2000-2018年景观格局指数

地类 年份 面积/km2 斑块数 破碎度Ci 分离度Fi 优势度Di 干扰度Ui 脆弱度Si 损失度Ri

林地

2000 1949.8032 5246 0.0269 0.0936 0.6715 0.1758 0.0973 0.0171

2010 1622.5164 5102 0.0314 0.1110 0.6160 0.1722 0.0973 0.0168

2018 1321.5150 7073 0.0535 0.1604 0.5654 0.1880 0.0973 0.0183

水域

2000 45.6012 1946 0.4267 2.4386 0.2236 0.9897 0.2625 0.2598

2010 44.5446 1876 0.4212 2.4512 0.2251 0.9909 0.2625 0.2601
2018 46.6767 1722 0.3689 2.2411 0.2039 0.8976 0.2625 0.2356

耕地

2000 314.0028 6847 0.2181 0.6643 0.3333 0.3750 0.1599 0.0600

2010 689.2578 10196 0.1479 0.3693 0.4721 0.2792 0.1599 0.0446

2018 859.0167 10026 0.1167 0.2938 0.4904 0.2446 0.1599 0.0391

城镇用地

2000 38.9997 163 0.0418 0.8252 0.0590 0.2803 0.0618 0.0173

2010 67.2750 203 0.0302 0.5339 0.0731 0.1899 0.0618 0.0117

2018 103.4750 309 0.0299 0.4282 0.0951 0.1624 0.0618 0.0100

其他建设用地

2000 109.6343 10420 0.9504 2.3471 0.3268 1.2447 0.0618 0.0769

2010 94.0686 9065 0.9637 2.5514 0.3310 1.3134 0.0618 0.0812

2018 184.7407 11171 0.6047 1.4422 0.3589 0.8068 0.0618 0.0499

未利用地

2000 80.4816 9956 1.2371 3.1253 0.3156 1.6192 0.4185 0.6777

2010 20.9943 772 0.3677 3.3362 0.1287 1.2105 0.4185 0.5066

2018 22.6656 1577 0.6958 4.4167 0.1995 1.7128 0.4185 0.7168

3.2.2 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布 通过 ArcGIS10.2
中地统计分析工具对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进行探索性

数据分析,然后以普通克里金插值方法对景观生态风

险指数进行插值,通过计算半变异函数并构建经验模

型,研究发现3个时期指数模型拟合结果较好,相关

参数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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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以得出:(1)2000年、2010年和2018
年半变异函数模型块金值都接近于0,表明由随机因

素造成的空间异质性作用较小;(2)变程从2000年

14984m增加到2018年17564m,说明空间相关性

导致的空间异质性作用范围变长,主要是由于各种景

观类型相互转化造成的。同时发现基台值逐渐减小,
说明生态风险空间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小;
(3)通过对比3个年份的块金/基台值,随机因素引

起的空间变异均远小于空间自相关引起的。同时发

现2000年的块金/基台值>25%,表明该时期空间变

异由随机因素影响较为显著。2010年、2018年块金/
基台值均小于25%,表明此时空间异质特点主要取

决于自身空间相关程度。总体来看、从2000—2018
年、块金值/基台值呈现先减小后稍有增加的趋势。
这主要是因为2000年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
生态风险空间变异由自然随机因素引起的比重较大,

2010年时期处于社会经济发展高涨期,空间变异结

构主要由于自身相关性引起。近年来,国家政府十分

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受此影响自然随机变异所占比重

稍有增加。
通过对349个景观风险小区的景观风险指数进

行克里金插值,得到2000年、2010年、2018年景观生

态风险空间分布。为便于直观展示和比较生态风险

变化情况,结合自然断点法分布区间,以自定义间隔

将其划分为5个风险等级:Ⅰ级低生态风险区(ERI<

0.032),Ⅱ级较低生态风险区(0.032≤ERI<0.046),

Ⅲ级中等生态风险区(0.046≤ERI<0.060),Ⅳ级较高生

态风险区(0.060≤ERI<0.074),Ⅴ级高生态风险区

(≥0.074)。袁州区不同时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分布

见图2。
表4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半变异函数及其参数

年份 模型 块金值 基台值 变程/m
块金值/

基台值/%

2000 指数函数 0.046632 0.183762 14984 25.38

2010 指数函数 0.006845 0.132066 16136 5.18

2018 指数函数 0.013869 0.104770 17564 13.24

  由图2看出,2000年高和较高生态风险区主要

集中在中心城区、金园街道、下浦街道、湖田乡、西村

镇和飞剑潭水库等处,中心城区和周围街道景观生态

风险较高主要由于该时期内,城镇化发展处于相对无

序状态,城区和城郊划出大量的未利用土地,景观脆

弱度高,同时受到人类干扰因素强,生态风险等级因

此也最高。西村镇、湖田乡和彬江镇由于袁河的流

经,飞剑潭乡存在飞剑潭水库,均由于水域的景观脆

弱度较高,受自然和人为干扰因素影响大,生态风险

指数因此也较高。低生态风险区主要存在于南边和

西北方乡镇,如温汤镇,洪江乡、慈化镇、楠木乡等,温
汤镇因为林地覆盖率高,植被成片,景观类型规整,同
时镇域内坐落着明月山国家风景旅游区,注重生态保

护,因此生态风险等级也最低。

图2 袁州区2000-2018年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分布

  2010年以后袁州区城市发展重心往金园街道方

向靠拢,与2000年相比较,高生态风险区往金园街道

方向发展,同时湖田乡,彬江镇也在城镇化进程中生

态风险等级升高,这两处乡镇生态风险高的原因与

2000年中心城区相同,均是由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初

期的相对无序扩张,同时城镇周郊存在较大面积的未

利用地,为后期发展提供资源。飞剑潭乡由于水库的

影响生态风险依然很高。对比2000年,袁河流经的

乡镇如西村镇、湖田乡、彬江镇生态风险等级有很大

部分由较高生态风险区转化为中等生态风险区,这体

现了当地保护河流生态的意识在提高。低和较低生

态风险区在西北边和南方范围有所扩大,主要体现在

楠木乡、天台镇、洪塘镇等地。
与2010年相比,2018年高和较高生态风险区主

要分布在金园街道和湖田乡,高风险区范围显著减

小,飞剑潭水库景观生态风险等级也下降为较高生态

风险区。中心城区由于城市化发展达到末期,城市建

设用地集中连片,斑块完整,景观类型十分稳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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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下降为较低生态风险区,大部分地区降低为

中等生态风险区。同时袁河流经乡镇如彬江镇、下浦

街道生态风险等级也由较高风险降为中等风险。低

生态风险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变化较为明显地区分布

在新坊乡、洪塘镇、水江乡和天台镇。同时对不同时

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分布进行面积和比例统计,得到

面积和比例见表5。
结合图2和表5,从2000—2018年以来,袁州区高

和较高生态风险区范围出现较大幅度减小,低生态风险

区面积分布逐渐扩大。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区所占比例

逐渐下降,占比从2000年的20.53%下降为2018年的

4.17%,较高生态风险区面积从407.61km2减小到61.21

km2,面积减少尤为显著。中等生态风险区面积也出现

显著减小,面积从606.21km2减小为264.8km2。低生态

风险区面积出现明显扩大分布,面积从614.5km2增长

到1237.9km2,所占比例也增加到48.7%。
得出总体结论:2000—2018年以来,袁州区中等及

以上生态风险级别分布范围均显著减小,低生态风险区

范围明显增大,景观生态风险呈逐渐下降趋势。其中原

因主要是城镇化和人口增长造成建设用地扩张显著,耕
地面积增加较大,景观斑块更加完整,损失度减小,景
观生态风险度降低,同时近年来袁州区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既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又要经济健康可持

续发展,因此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
表5 袁州区景观生态风险等级面积及比例统计

年份
低生态风险区

面积/km2 比例/%

较低生态风险区

面积/km2 比例/%

中等生态风险区

面积/km2 比例/%

较高生态风险区

面积/km2 比例/%

高生态风险区

面积/km2 比例/%
2000 614.52 24.18 799.33 31.45 606.21 23.85 407.61 16.04 114.09 4.49
2010 980.56 38.58 1070.06 42.10 276.00 10.86 104.39 4.11 110.77 4.36
2018 1237.93 48.70 933.19 36.71 264.80 10.42 61.21 2.41 44.65 1.76

3.3 城镇扩张与景观生态风险耦合关系

3.3.1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与生态风险指数耦合分析

 研究以生态风险指数为因变量,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为解释变量,通过进行地理加权回归(GWR)分析,探
索两者之间的耦合联系。在 ArcGIS10.2中通过

GWR工具建立回归模型,模型以高斯函数为内核作

为距离权重衰减函数,采用 AICc值评价模型优良

度,寻找最佳带宽。对比发现选择 Adaptive核类型

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其通过选定最近邻点个数来表

示带宽变化,相应模型参数见表6。
表6中,带宽大小通过最近邻点个数(Neigh-

bors)来表示,由于研究区样本均匀分布,点个数越

多,函数拟合相对更为平滑,空间权重随距离衰减更

为平缓。R2表示模型拟合优度,其值范围在[0,1],

值越大拟合越好,2000年模型拟合精度相对较好,其
他两个时期拟合结果相对较差。由GWR标准化残

差分布图(图3)可以得出,各景观风险小区97%以上

局部回归模型标准化残差落在[-2.5,2.5]区间内,
模型总体构建较好。

表6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检验参数

模型参数 2000年 2010年 2018年

Neighbors 33 80 46

ResidualSquares 0.0178 0.0881 0.0400

EffectiveNumber 10.6658 3.8202 11.2112

Sigma 0.0173 0.0340 0.0210

AICc -358.9608 -309.0789 -489.3178

R2 0.5650 0.2712 0.3670

R2Adjusted 0.4941 0.2443 0.2959

图3 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标准化残差空间分布

  由回归系数分布图所示(图4),总体来看,3个时

期城镇用地面积与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呈正相关关系,
但是从2000—2018年回归系数逐渐减小说明这种正

向影响关系正在逐渐减弱。随着城镇化发展不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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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张,导致城镇中心斑块

集中成片,景观破碎度和分离度不断下降,同时由于城

镇用地状态相对稳定,脆弱度指数较低,因此景观生态

风险指数上升幅度也较小。3个时期中心城区的回归系

数与同期其他地区相比都较低,主要是由于中心城区城

镇化程度较高,城镇用地面积增长对生态风险指数的

影响幅度较小,生态结构稳定性较高。但是总体而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向前推进,袁州区景观生态风险一直

在增加,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小压力。

3.3.2 城镇扩张指数与生态风险变化指数耦合分析

研究同时以2000—2018年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变化

率作为因变量,城镇扩张强度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进
行地理加权回归(GWR)建模,相应模型参数设置和

模型检验方法同上。

图4 城镇用地面积与生态风险指数回归系数分布

表7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检验参数

模型参数 2000—2010年 2010—2018年 2000—2018年

Neighbors 12 20 40

ResidualSquares 0.0003 0.0008 0.0002

EffectiveNumber 32.1663 26.2059 12.9987

Sigma 0.0025 0.0032 0.0015

AICc -697.8118 -866.6216 -1051.8416

R2 0.6926 0.4843 0.2760

R2Adjusted 0.4965 0.3150 0.1806

  由表7可得,2000—2010年的R2值为0.6926,
拟合优度相对较好,其他两个时间跨度拟合结果相对

较一般。GWR标准化残差超过95%的采样区标准

化残差值在[-2.5,2.5],总体来看模型构建较好。
同时对每个研究单元回归系数进行可视化表达,

GWR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见图5。
由图5可得,2000—2010年、城镇扩张强度指数

与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率两者回归系数总体有正有负、
正值集中于中心城区附近、表明城镇扩张强度增加会

导致生态风险指数变化率上升、造成生态压力加大。
负值主要分布于飞剑潭和天台等西部乡镇、这些地区

城镇化程度相对来说较低、发展较慢、城镇扩张强度

增加、生态风险变化率减小、但结合图4生态风险依

然处于增长趋势。2010—2018年、总体来看在大部

分区域内城镇扩张强度指数和生态风险指数变化率

仍是正相关关系、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往金园街道方

向、但在天台、竹亭和辽市等乡镇仍处于负相关区域。
整体2000—2018年、中心城区、下浦街道和金园街道

等地区城镇扩张强度指数与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率之

间表现为正向关系,城镇化强度增加导致景观生态风

险变化加剧,生态压力也逐渐增加。负值区域分布在

温汤、新坊和洪江等乡镇,这些地区植被覆盖范围较

为广泛,生态风险变化幅度因此较小。

图5 城镇扩张指数与生态风险变化率回归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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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2000—2018年、袁州区城镇扩张面积达到

64.48km2、扩张强度系数为0.14%、城镇用地面积是

2000年的2.65倍。城镇扩张空间分布呈现东西方向

沿沪昆高速、袁河发展、往北沿万宜公路发展的倒

“T”形发展格局、同时西北方慈化镇、西南方温汤镇、
东南方新坊乡扩张也较为明显。

(2)从2000—2018年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中得出、
林地作为袁州区优势度最大的景观类型正在逐渐丧

失优势、受人口增长和城镇化等影响耕地和建设用地

面积增长十分显著。未利用地和水域景观脆弱度较

高,同时受外界干扰因素影响大,因此未利用地和水

域景观损失度也很高。
(3)对景观生态风险半变异函数构建模型并分

析参数得出结论,袁州区2000年、2010年、2018年景

观生态风险指数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随机因素

造成的空间异质作用较小。同时由景观生态风险等

级分布图和统计表、2000—2018年期间,袁州区中等

及以上生态风险级别分布范围均显著减小,低生态风

险区范围明显增大,其原因主要是城镇化和人口增长

导致的建设用地和耕地扩张,景观斑块更加完整,损
失度减小,景观生态风险度降低。同时由于近年积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生态风险因此降低。
(4)通过构建GWR模型,分析得出2000—2018年

袁州区城镇建设用地与景观生态风险总体呈正相关关

系,且随时间推移回归系数在逐渐减小。中心城区的回

归系数与同期其他地区相比都较低,主要是由于中心城

区城镇化程度较高,生态稳定性更高。城镇扩张强度系

数与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率相关关系有正有负,中心城

区、下浦街道和金园街道等地区城镇扩张强度指数与

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率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城镇化强度

增加导致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加剧。负值区域主要分

布在温汤、新坊和洪江等乡镇,这些地区植被覆盖范

围较为广泛,生态风险变化幅度因此较小。
研究通过对袁州区2000—2018年城镇扩张和景

观生态风险进行分析,然后探寻两者之间耦合关系并

得出相应结论,但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构建景

观生态风险指数模型过程中,仅仅从土地利用的角度

考虑了各景观类型的面积权重,没有考虑其他生态因

子如地形、降水、土壤类型等影响,因此景观生态风险

指数缺乏一定的生态涵义。此外深入探讨城镇扩张

与景观生态风险之间耦合关系时,并未将GWR与其

他回归模型进行对比[35],因此模型最优性值得商榷,
需进一步完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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